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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兴西羌”传说的史源重构与文本演变

吴玉贵 陈 卓

摘 要：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文论说帝业常兴于西北时引述“禹兴西羌”传说，这是正史中最早将夏

禹与西羌联系起来的记载。“禹兴西羌”传说，学界多以其源出汉初陆贾《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未明陆贾

很可能化用《孟子·离娄下》之言而为此说。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以及清人焦循《孟子正义》对此传说出自《孟

子》早有提示，惜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在汉魏至唐宋的流传过程中，此传说呈现出两种较为明显的文本

系统。一种是禹兴西羌的叙述主体保持不变，常被用来阐释帝王圣贤之道；另一种是在禹兴西羌的基础上，对

大禹相关传说陆续增补，如父系、母系信息和大禹降生传说等具体描述，并且增添了较为鲜明的蜀地色彩，后世

流传的大禹传说即多本于此。《史记·夏本纪》《后汉书·西羌传》均未采录此传说，两者虽然史料来源不同，但不

难看出司马迁和范晔对此传说的审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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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六国年表》序文引述“禹兴西羌”传

说，这是正史中最早将夏禹与西羌联系起来的

记载。以往学者研治夏史，对“禹兴西羌”和“禹

生石纽”传说多有考证，尤以考辨“禹生石纽”为

主。冯汉骥《禹生石纽辨》最早对大禹出生地问

题进行了系统论证①，后经李学勤、谭继和、蒙默

等学者续论②，禹生石纽传说出自蜀人附会基本

已无争议。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采信《六国年

表》“禹兴西羌”传说以为史实者不在少数，如徐

中舒就曾认为“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③，几乎

同时出版的《羌族史》虽然提出相关材料值得进

一步研究，但讨论传说时代夏禹与西羌关系时

仍重点引述了徐氏的观点④。

近年来，学界对“禹兴西羌”传说既往研究有

所反思，提出从传说生成和神话叙事进行研究

的新视角，着重探讨大禹传说的流变与整合⑤。

随着王明珂华夏边缘理论引入羌族史研究⑥，学

界延伸出以边缘视角进行地方社会考察和对传

说历史本相进行具体研究的方法⑦，同时产生了

以中国认同理解秦汉时代大禹传说的新视角⑧。

新视角固然推动了对大禹传说的认识，然而在

传说溯源方面，学界大都认同司马迁所引“禹兴

西羌”说源出汉初陆贾《新语》“大禹出于西羌”，

却未曾进一步推考陆贾所据何书。

本文通过史源分析，意在辨明陆贾很可能

较早化用《孟子·离娄下》而为此说，皇甫谧言称

“禹生石纽，西夷人”之语出自孟子亦非空穴来

风，而以此语不见于《孟子》为由否定皇甫谧之

说可靠性的观点值得商榷。在汉魏至唐宋“禹

兴西羌”传说的流传和演变过程中，该传说呈现

出两种较为清晰的文本系统。因此，进一步探

索“禹兴西羌”传说的史源和流传情况，对我们

理解司马迁《六国年表》引述此传说的立场仍有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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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国年表》“或曰‘东方物所始生，

西方物之成孰’”解

太史公据《秦记》总结秦兴之由，目的是“著

诸所闻兴坏之端”，故成《六国年表》一篇，其序

文略曰：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

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

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

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

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

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

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

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

汉。［1］685-686

“或曰”以下是《六国年表》对秦兴“盖若天

所助焉”的解释。具体到史论部分“夫作事者必

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司马迁以“禹兴于

西羌”“汤起于亳”，周、秦、汉分别兴自丰镐、雍

州、蜀汉，阐明帝业常兴于西北的观点，其中唯

独夏禹兴于西羌的说法似无从稽考。司马迁

《六国年表》引述此传说作为论证的主体，即“或

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句，即以物

始生于东方而收获于西方，作为“禹兴西羌”的

理论根据。明晰“或曰”句可能的史料来源以及

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司马迁于

《六国年表》序文中引述“禹兴西羌”传说的用意。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文末以“太史公曰”的

口吻，表明了他对黄帝传说这类史料的态度：

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

难言之……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

《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

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

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

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

故著为本纪书首。［1］46

从这段议论中可知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黄帝

史事多有散佚，相关传说多见于“百家”与“他

说”，且雅与不雅者并存，太史公经过系统论次，

“择其言尤雅者”而成《五帝本纪》。

司马迁在《封禅书》中论述秦文公作鄜畤用

三牲郊祭白帝事时，再次以“或曰”的形式论及

黄帝史事，“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

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

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

道”［1］1359。这里指出雍州立畤的传统可以向前

追溯至黄帝，并认为“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

道”。这与《五帝本纪》所叙百家言黄帝的“其文

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可等同视之，反映出

司马迁引据“或曰”的黄帝传说史料，很可能来

自“百家”与“他说”。由此类推，《六国年表》序

文“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很可

能与《五帝本纪》《封禅书》一样，都出自汉代流

传的“百家”与“他说”。

从具体内容来看，“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

之成孰”应受到汉初阴阳五行和五德终始说的

影响。《汉书·五行志》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

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

儒者宗……说曰：木，东方也……说曰：金，西

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2］《白虎通》总论五

行，阐释稍详：“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

也……木在东方。东方者，阳气始动，万物始

生 。 木 之 为 言 触 也 。 阳 气 动 跃 触 地 而 出

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阴始起，万物禁止。

金之为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

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何以知东方生？《乐记》

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3］《六国年表》“东方

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的观念，与阴阳五行

说东方“万物始生”，西方“万物既成”二者若合

符契，明显是后者影响下的产物。

《六国年表》在“或曰”句下，还排列了禹、

汤、周、秦、汉的兴替顺序。《封禅书》论述秦始皇

并天下称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

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

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

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

德之瑞。’”［1］1366《吕氏春秋·应同》也记载：“凡帝

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

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

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

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

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

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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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

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

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

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

徙于土。”［4］

稍加对比可知，《封禅书》与《吕氏春秋·应

同》应出自同一史源，即阐述黄帝（土）、夏（木）、

殷（金）、周（火）、秦（水）的五德兴替。论述五德

相生相替，《封禅书》的表述与《六国年表》基本

相同⑨，只是《封禅书》在秦始皇称帝下论述此

事，故止于秦；《六国年表》论秦兴之由可为汉世

鉴，因及于汉。两种记载都是以战国至汉初流

行的五德终始说来解释历代政权的更替。

通过分析《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以及《封

禅书》“或曰”句引述黄帝史料的特点，可以推测

《六国年表》序文“或曰”句很可能出自汉初的

“百家”与“他说”；至于司马迁史论，即“或曰”句

以下依次序列禹、汤、周、秦、汉帝业之兴，其思

想根源则是战国至汉初流行的阴阳五行、五德

终始说。

二、“禹兴西羌”传说的史源辨析

《六国年表》序文采用“禹兴西羌”传说，意

味着此传说在汉初已经流行。对《六国年表》序

文“故禹兴于西羌”句，裴骃在“集解”中引西晋

皇甫谧注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

曰‘禹生自西羌’是也。”［1］686这里最早论称“禹生

石纽，西夷人”说语出孟子。学界多以汉初陆贾

《新语》“大禹出于西羌”为司马迁《六国年表》

“禹兴于西羌”所本，但对陆贾《新语》的史源鲜

有进一步推考。

冯汉骥《禹生石纽辨》一文最早注意到汉初

陆贾《新语》、司马迁《六国年表》均采“禹兴西

羌”传说，认为太史公引述“禹兴于西羌”传说源

出陆贾⑩。相较于“禹兴西羌”说，“禹生石纽”说

的记载丰富且具体，因而学界更多关注“禹生石

纽”传说的考辨，对“禹兴西羌”的认识大多停留

于冯氏之论，未能探明陆贾《新语》“大禹出于西

羌”究竟语出何处。裴骃《史记集解》引皇甫谧

注称此传说语出孟子，但学者多以今本《孟子》

不载此言，继而否定皇甫谧之说。值得注意的

是，清人焦循《孟子正义》提示陆贾《新语》“文王

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句“此本《孟子》”［5］540，

惜未详论，裴骃及焦循的观点亦未能为学界广

泛接受。进一步追溯陆贾“大禹出于西羌”说的

史源，可以发现《新语》或较早化用《孟子》而为

此说。

《孟子·离娄下》曰：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

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

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

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

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5］537-540

陆贾《新语·术事》作：

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

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愚者与

祸同，怀德者应以福，挟恶者报以凶，德薄

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

纪纲。［6］

《孟子·离娄下》称舜为东夷人，文王为西夷

人，未言及夏禹。“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句以

下，所论不管地去千里，还是世隔千岁，圣王之

道一也。陆贾《新语·术事》论圣贤之道称“世殊

而地绝，法合而度同”“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

纲”，实与《孟子》相合。且《孟子》《新语》都强调

“王道”的重要性，即“不论什么出身，不论什么时

代和地域，能行王道则可以成为中国的圣王”􀃊􀁉􀁓，

两段记载论说主旨亦相契合。

李学勤《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认为《新

语·术事》与《孟子·离娄下》一段“语意类同”，由

此推考《新语》“大禹出于西羌”之说一定始于先

秦，并认为“司马迁讲‘禹兴于西羌’应该也是由

此而来”。虽然此说肯定了司马迁“禹兴于西

羌”本自陆贾《新语》，并推测此传说的史源

“一定始于先秦”，然而对皇甫谧引《孟子》称禹

生石纽云云，却持怀疑的态度，并称皇甫谧“他

大概是把陆贾的话误记成孟子了”􀃊􀁉􀁔，因此并未

将此传说的史源追溯至孟子。事实上，《新语·
术事》“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仅载东夷

和西羌，并未提及皇甫谧引《孟子》所称的“禹生

石纽，西夷人也”，因而李学勤称皇甫谧误记陆

贾为孟子的说法并不成立。还有学者以白马传

说为《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和“集解”引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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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说的最早源头􀃊􀁉􀁕，似

与古代氐族传说相混淆。

司马迁《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本自陆贾

《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当无太大异议，这

从司马迁熟读《新语》及其《六国年表》与《新语》

相同的撰著目的可知。《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

载汉高祖曾对陆贾言“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

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1］2699，陆贾遂

成《新语》一书。太史公称“余读陆生《新语》书

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1］2705，可见司马迁必当

谙熟陆贾《新语》。《新语》既成书在前，那同样

出于总结秦兴之由，“著诸所闻兴坏之端”［1］687

目的而撰作的《六国年表》，采录“大禹出于西

羌”并改作“禹兴于西羌”便不足为奇了。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孟子》以舜东夷人、

文王西夷人对举，陆贾《新语》中的表述变为“文

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稍晚成书的《盐

铁论》亦采此说，文字又稍变作“禹出西羌，文王

生北夷”［7］。无论是《新语》“文王生于东夷”，还

是《盐铁论》“文王生北夷”，显然都有违文王生

地的史实，但就议论文字本身而言，均作为“禹

出西羌”核心内容相对举的例证。也就是说，陆

贾很可能为追求文字工整，以“文王—大禹”“东

夷—西羌”作为对仗，而忽略“文王生于东夷”有

违史实的问题。尽管如此，《孟子》《新语》在“行

王道可为圣王”这一主旨上，则基本一致。

综上，陆贾对文字内容的处置虽称不上严

谨，但这丝毫不影响陆贾《新语》较早化用《孟

子·离娄下》而作“大禹出于西羌”的可能。此说

后为太史公采录，《史记·六国年表》遂作“禹兴

于西羌”。由《新语》《六国年表》以及《盐铁论》

均采此传说，可推知此传说在汉初广泛流传的

事实。至于皇甫谧注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

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内容则涉及

“禹兴西羌”传说文本形态的变化。

三、汉魏至唐宋“禹兴西羌”传说的

流传及演变

自陆贾《新语》、司马迁《六国年表》采录禹

出西羌传说以来，在由汉魏至唐宋的流传过程

中，该传说呈现出两种较为明显的文本系统。

一种是禹出西羌的叙述主体保持不变，内容多

论帝王圣贤之道，此种说法应当本自陆贾《新

语》“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说；另一种

是在保留禹出西羌的基础上，对大禹传说陆续

增补，其增补内容不仅包括父系、母系和大禹

降生传说的具体描述，还有着较为鲜明的蜀地

色彩。

首先，史籍包括佛典常利用禹出西羌传说

以阐释圣贤之道。如范晔《后汉书·戴良传》记

载，东汉戴良恃己才高，遂自比于孔子、大禹，称

“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

为偶”［8］2773，内容基本合于陆贾《新语》“文王生

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只是《戴良传》以“仲尼

长东鲁”与“大禹出西羌”对举的表述方式，应受

到陆贾《新语》的影响。刘义庆《世说新语·言

语》记载，魏晋时人蔡洪言，“大禹生于东夷，文王

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9］，与陆贾《新

语》“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义同而辞

异。释僧祐《弘明集·牟子理惑》载：“禹出西羌

而圣哲，瞽叟生舜而顽嚚。由余产狄国而霸秦，

管蔡自河洛而流言。”［10］30《弘明论后序》又称：

“夫禹出西羌，舜生东夷，孰云地贱而弃其圣。丘

欲居夷，聃适西戎，道之所在，宁选于地。夫以俗

圣设教，犹不系于华夷，况佛统大千，岂限化于西

域哉。”［10］800 可见，南朝梁释僧祐论圣哲事亦多

采禹出西羌说。

其次，结合字面及上下文意可知，陆贾《新

语》“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说，认为帝

王之道应超越华夷之辨，正如古代圣王的文王、

大禹分属远离王朝中心的东夷和西羌。因而当

中原王朝受到四夷的挑战时，“文王生于东夷，

大禹出于西羌”又衍化为对天命归属的论据。

企图割据一方建立政权的“胡人”，往往从宣称

古代圣王出于夷狄的角度，寻找“胡人”亦可为

天子的合法性。永嘉之乱起，匈奴人刘渊声称

“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

夷，顾惟德所授耳”［11］2649。鲜卑人慕容廆在劝说

高瞻为己效力，匡扶晋室时亦称：“且大禹出于西

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

不可降心乎！”［11］2813《晋书·邵续传》记载邵续为

石季龙所俘，羯人石勒令使者徐光让“以夷狄不

足为君邪”对其责问，邵续机敏地用“周文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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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帝王之兴，盖惟天命所属，

德之所招，当何常邪”［11］1705 对答，假言称赞石

勒。前引《晋书》诸条记载，反映出大禹出于西

羌传说在十六国时期普遍流行的事实。需要特

别注意的是，刘渊、慕容廆、石勒均为“胡人”而

建立政权，他们在塑造政权合法性时，无一例外

都利用陆贾《新语》“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

羌”一说，借由华夷均可为圣王的表层意涵宣称

古代圣王多有出于夷狄者。以上是“禹兴西羌”

传说的第一种文本系统。

“禹兴西羌”传说在由汉魏至唐宋的流传过

程中内容不断丰富，其文本形态也有所变化。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叙夏禹后裔越

王无余事：“越之前君无余者，夏禹之末封也。

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后。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

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

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

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12］《越王无

余外传》在保留“家于西羌”的基础上，补充了夏

禹父母世系传说的记述，增添了禹的降生地点

等信息，尤其“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带

有十分鲜明的蜀地色彩。

“禹兴西羌”传说在蜀地具体化的体现，可

通过扬雄《蜀王本纪》、陈寿《三国志·蜀书》以及

常璩《华阳国志》的记载管窥一二。张守节《史

记正义》引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

柔县人也，生于石纽。”［1］49《三国志·蜀书·秦宓

传》载秦宓引述夏禹事称：“禹生石纽，今之汶山

郡是也。”裴松之注引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

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见《世

帝纪》。”［13］可见，《蜀王本纪》《蜀本纪》《三国

志》仅载禹生石纽的传说，其核心文本亦只有汶

山、广柔县、石纽等地名，未有禹出西羌的记

载。至皇甫谧《帝王世纪》“长于西羌，（西）夷人

也”［14］，才将禹出西羌及与夷人关系的记载补入

传说。

裴骃《史记集解》注《六国年表》序文“故禹

兴于西羌”句，引述西晋皇甫谧言称“孟子称禹

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

当出自《帝王世纪》。皇甫谧《帝王世纪》南宋后

已无传本，后人所辑多本唐宋时期的类书。以

下即条列类书中《帝王世纪》所载的“禹兴西羌”

传说，观察魏晋以降传说内容的变化。

《初学记》引《帝王世纪》曰：

禹，姒姓也……颛顼生鲧，尧封为崇

伯，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已。见流星贯

昴，又吞神珠，意感而生禹于石纽。名文

命，字高密。长于西羌，西夷人也。尧命以

为司空，继鲧治水。十三年而洪水平。尧

美其绩，乃赐姓姒氏，封为夏伯，故谓之伯

禹。［15］

《艺文类聚》引《帝王世纪》曰：

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坳。虎

鼻大口，两耳参漏，首戴钩钤，胸有玉斗，足

文履巳。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长九尺二

寸……尧命以为司空，继鲧治水……尧美

其绩，乃赐姓姒氏，封为夏伯，故谓之伯

禹。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16］

《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曰：

伯禹夏后氏，姒姓也。母曰修巳，见流

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拆而

生禹于石纽……胸有玉斗，足文履巳，故名

文命，字高密。身九尺二寸，长于西羌，夷

人。［17］

此外，《史记·夏本纪》叙夏禹“名曰文命”句

下，张守节《史记正义》亦引皇甫谧《帝王纪》（即

《帝王世纪》）称：“《帝王纪》云：父鲧妻脩己，见

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

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长，本西夷人

也。”［1］49

由上可知，唐宋时期类书保存的皇甫谧《帝

王世纪》中大禹传说的文本形态趋于稳定。值

得注意的是，禹出西羌的核心元素虽得以保留，

但与汉初陆贾《新语》“大禹出于西羌”、司马迁

《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已有显著区别。汉初

流行的“禹兴西羌”传说，本无大禹出生地石纽

和（西）夷人的记载，至扬雄《蜀王本纪》和谯周

《蜀本纪》补入禹生石纽传说，对大禹降生地“石

纽”的记述，显然已渗透着浓厚的蜀地特色。到

《吴越春秋》《帝王世纪》时变为“家于西羌”和

“长于西羌，（西）夷人也”，又补入（西）夷人说。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华阳国志》虽较《帝王世

纪》稍稍晚出，其中除保留有禹生石纽以及夷人

的核心元素外，对禹与夷人传说的记载尤详。

“禹兴西羌”传说的史源重构与文本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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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昭注《后汉书·蜀郡》记载广柔县时引《华

阳国志》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

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

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祐之。”［8］3509

《水经注·沫水》“沫水出广柔徼外”条，郦注

同引《华阳国志》，与刘昭注引《华阳国志》当出

自同一史源，其文稍异：“县有石纽乡，禹所生

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

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

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18］

综上所述，自汉初陆贾《新语》、司马迁《六

国年表》采录禹出西羌传说以来，在由汉魏至唐

宋的流传过程中，大禹传说不断补入新的内容，

如扬雄《蜀王本纪》、谯周《蜀本纪》和《吴越春

秋》记载的禹生石纽传说，以及皇甫谧《帝王世

纪》、常璩《华阳国志》保留的夷人传说等等，推

测增补内容应主要来自蜀地的古史传说。到西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时大禹传说的主体内容和

框架基本固定，内容上不仅包括“禹兴西羌”传

说，更补充了大禹父系、母系以及降生传说，增

加了石纽以及夷人等不少细节，后世流传的大

禹传说即多本于此。

结 语

《史记·夏本纪》对夏史作了系统阐述，但其

多叙述大禹治水的传说，并未提及“禹兴西羌”

的传说，这与《六国年表》引述此传说的做法不

同。《夏本纪》叙大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

度九山”，治水而天下平，是为表彰古代圣王之

一夏禹的功绩，其史料来源主要是《尚书》。司马

迁撰作《六国年表》则是为了阐明帝业常兴于西

北，从而总结秦政权兴亡之由以为后世鉴。体

例和史料来源的不同，决定了此传说未能进入

夏禹历史的正统叙事中。范晔《西羌传》综合诸

家“后汉书”对西羌进行了系统性阐述，传前总

序记述夏时羌戎事，亦未采此传说。笔者认为

范晔《西羌传》在诸家“后汉书”的基础上系统阐

述西羌发展的历史，对夏时羌戎事的追溯，其史

料来源主要是《竹书纪年》，因此亦未采录“禹兴

西羌”传说。司马迁、范晔对“禹兴西羌”传说取

舍的审慎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传说”的史

料性质决定的。

传说并非信史，这一点自不待言。然而“传

说仍有其属于历史之一面”􀃊􀁉􀁖，王国维亦称“传说

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换言之，传说

亦为历史的产物。然在流传过程中，传说往往

会吸收相关史料而增添不少细节。如本文讨论

的“禹兴西羌”传说，即可视作一史实之素地。

汉初陆贾《新语》、司马迁《六国年表》记载的“禹

兴西羌”传说，实未包含禹降生地石纽等信息。

至扬雄《蜀王本纪》、谯周《蜀本纪》以及《吴越春

秋》始见禹生石纽传说，到皇甫谧《帝王世纪》、

常璩《华阳国志》又补入夷人传说，所增添的不

少带有蜀地色彩的文本内容很可能是吸收了蜀

地古史传说。西晋皇甫谧著《帝王世纪》时大禹

传说的主体内容基本定型，后世流传的大禹传

说多本于此。

夏代史料极为稀少，使得任何有关夏禹的

记载，包括传说在内，某种程度上都可以为史家

所用。但需要警惕的是，传说与史实之间存在

较大差别。仅据《史记·六国年表》或《帝王世

纪》等记载的“禹兴西羌”传说，申论禹与西羌种

种关系的做法是需要慎重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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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end of Yu Rising from the Western Qiang: A Reinterpretation of Its Historical Sources
and Textual Lineages

Wu Yugui, Chen Zhuo

Abstract: In the preface to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he Chronological Table of the Six States （Shiji）,
Sima Qian advances the theory that imperial enterprise often arose in the northwest, citing the legend that Yu the Great
rose from the Western Qiang. This is the earliest record in official histories that explicitly associates Yu the Great, the
Xia dynasty’s founder with the Western Qiang. Most scholars trace the legend of Yu’s rise from the western Qiang to
Lu Jia’s New Discourses: Method and Affairs. However, it is frequently overlooked that Lu Jia likely adapted this claim
from an earlier source, Mencius: Li Lou II. Pertinent references to the Mencius as the ultimate source for this legend, as
indicated by Pei Yin in his Collected Explanations of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hiji jijie） and later by the
Qing scholar Jiao Xun in Mengzi zhengyi: the Correct Meaning of the Mencius, have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in
modern academia. From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legend of Yu’s rising from
the Western Qiang evolved into two distinct textual lineages. One lineage maintains the narrative core unchanged, using
it primarily to elucidate the principles of sage rulers and virtuous ministers. The other lineage, while preserving the
core premise of Yu’s origin in the Western Qiang, gradually supplements the legend of Yu with additional details, such
as information about his paternal and maternal lineage and narratives of his birth, while adding a distinct regional
feature of the Shu area. Most of the later circulating versions of the Yu legend were based on the second lineage.
Neither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Basic Annals of Xia nor the Book of the Later Han: Treatise on the Western
Qiang adopted this legend. This omiss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utilization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sources and reflects
the cautious and critical attitude adopted by both Sima Qian and Fan Ye toward this legend.

Keywords: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he Chronological Table of the Six States; Mencius; the legend of
Yu rising from the Western Qiang; historical source; textual line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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